
 

 

滨岛敦俊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解析 
赵永翔 

 

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间信仰研究从未像今天这样繁荣，只要简单地检索一下，就

能发现这一研究已成为当前国内史学视野中的热点题目之一。日本的滨岛敦俊教授正是这一

领域的著名学者，他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起步较早，成果卓著，所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

民间信仰》一书，是近几年海外中国民间信仰研究领域中的高水平著作，其中有许多对明清

时期江南地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的独到见解。是书现已有由朱海滨先生译成汉语、厦门大学

2008 年 9 月出版。笔者研读此书数遍，并将此书主体分四部分做一解析。 

（一）江南诸神的产生过程和特征。是书的第一、二章主要个案，分析了几位具有代

表性的江南土神：李太尉、周孝子、王总管、刘王，并通过对这几位土神产生的过程和共同

特征的解剖，达到了足资认识整个江南民间信仰的效果。 

滨岛先生分析了明代江阴县的李太尉庙。李太尉传说是元末该家族自立宗庙开始，织造

出李太尉的灵异故事。到了明代，李太尉后人宣称自家祖上宋元皆有封号，并重新修庙。李

太尉在颜瑄所修的志书中，被说成在宋宣和中被赐号辅德助顺广福忠正王，其人在元兵渡江

犯境之危机关头，因助守将赵良珂退元兵，功封“昭应敷仁侯，加太尉，及殁赐庙，额曰昭

应。”故事情节貌似合理，但令主修弘治《江阴县志》的江阴县令黄傅奇怪的是，像李家有

这样卓著的功绩，当为宋代显赫的将相世家，然宋代根本无所谓赵良珂者。 

作者发现周孝子的故事起初内容很简单，元至正年间续修志书时仅记其事母至孝，殁后

其母梦其为神，淳佑时进士陈榷薄为其建祠，赵必鉘为其请额；到洪武《苏州府志》时，增

加了孝子以紫苏汤救淮南大疫的内容。到弘治《常熟县志》时，增加了孝子休掉不孝敬母亲

的妻子的事迹；到光绪《常昭合志稿》时，又增加了孝子助地方灭蝗、除虎、退敌，及割股

孝父的事迹。与之相对应的是地方官对之越来越重视：洪武时，常熟地方官已亲自祭拜孝子

庙，正统时地方官为之立铭，天启时为之划拨祭田，光绪时孝子祠已遍江南。弘治《常熟县

志》煞有介事地讲到宋代水利监察御史姜源为周孝子写了诵诗，但滨岛先生发现宋代根本就

未设过“水利监察御史”这样的官职，而且姜源其人也是查史无存。① 

江阴王总管按照颜氏志书的记载，其祖上为南朝刘宋时的世家望族的琅琊王氏，第十八

代为王敬弘，第十九代为王素。“素为工部尚书，再传而至太尉”，太尉在靖康之际，“护跸

南渡，以功封太尉，……具载《宋史》。”但《宋史》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黄傅讥笑颜瑄不

读书，质问他“具载《宋史》，卷在第几何篇目邪？”② 

刘王祭祀早在宋代就被官员胡颖斥为淫祀，虽经取缔，但屡去屡兴，一直流传至明清，

且范围由湖南传至江浙。刘王本身是一位生前食不果腹的普通渔民，其“死未及六、七十年，

老商犹有能识其面者，数十年前，其顾主犹有存者，”但经过荒诞不经地讹传，在不足一百

年的时间里，刘氏被塑造成了福佑一方的神圣，以致“数十年间，商贾之贸迁，郡县之贡输，

士夫之游宦，凡为泛舟之役，上下于江湖间者，莫不奉牲奉醴，进礼庙下而后敢行。”可笑

的是，刘王并无能靖江湖风波，保来往商民安全，沅湘依然会有惊湍怒涛，“葬于江鱼腹中

                                                        
①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一章，第 46 页。 
② 《正德江阴县志》，卷十四，《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史料 058]，第 270 页。 



 

 

者，殆无虚日。”① 

第一章结尾归纳李王、周孝子等上述几位土神特点时，认为他们都曾是在世上生活过，

有名有姓的人；都有自己的子孙存在；都被宣称在宋元得到了朝廷封爵。明清时期的江南俗

神，许多是有神格化之前的人格原型的，这类神多是各大族侍奉的神；还有一些俗神，人格

原型已经难以确定，如刘猛将；而一些陪衬神的故事人物，貌似有血有肉，实则是根本不存

在的乌有先生，如江阴守将赵承忠、水利监察御史姜源。江南诸神一般时代越遥远，神灵的

故事就越生动，越靠近作者所处的时代，故事反而越模糊。这恰好是一个反逻辑，因为时代

越久远，可资确证的实证物质保留越少，神灵故事虚构的空间大一些；而时代越靠近，则留

下的老一辈亲身经历而存留下来的集体记忆越多，神灵的神奇故事不好随意虚构。按照《礼

记》记载，只有以死勤事，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人死后，才准许祭祀。民间传统生死观是

人死为鬼，那些死后被庙供为神者，要想获取由鬼向神转变的资格，就必须向这方面靠拢，

也就是滨岛先生在第三章小结时所提到的三大要素：“义行”、“灵异”、“封爵”，即就是指神

还是人的时候，为民众的利益而死，并且死得还很悲壮，成神之后，还要不断地以灵异助人。

除此之外，神最好生前是高官显宦，或死后被朝廷追封为高官。滨岛先生据此认为，“如果

没有这些的话，祭神行为就属“淫祀”，是要被官方取缔的。朝廷是不许民间私自造神的，

神只有得到朝廷的认可，才能在活人的世界里公开地大行其道，因此民间信众不断地努力争

取赐额以使其合法化。”②李太尉、王总管、周孝子、刘王，无一例外地都是被宣称符合这些

条件的。 

（二）神灵故事与地方社会。第三章的研究证明，巫师、道士、僧侣等民间宗教职业者，

与地方神的制造、普及，有着确凿可信的密切关系，并与地方官和乡里精英相配合，在维护

民间社会秩序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在常人看来是神、人信息沟通使者的人，以各

种蛊惑人心的表演使人们相信神的灵异。例如元泰定五年，报慈寺的僧人耀，为孝子祠募建

前轩后寝，并且摆放了孝子父母神位；明嘉靖年间道士陆允重新修募修祠。③滨岛先生注意

到江三角有名有姓的的土神，他们的后裔中有很多是宗教职能者。④像常熟的地方土神金总

管、李王、周孝子、李太尉、沈总管他们的子嗣，有一些从事招魂、灵媒活动。相比于其他

神职人员而言，因为他们是土神的后代，所以在常人看来他们的身份更具合法性、正统性，

故而凭借着自己祖先神牟利就成为他们为生的手段。这些神子神孙们，为了使更多的人相信

自己神职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不断地美化祖先神，因此“才会创出有着义行、灵异乃至封爵

等构成要素的显灵传说。”⑤ 

陈烈士的子孙为求得官方承认封号，花钱贿赂了地方官，并借助祖神，招诱乡民花费大

量钱财置办供物，而这些大都落到了陈氏子孙的私囊之中，“于是，陈氏衣食之源，益衍益

洪。”为此故事虚设文本依据的作者，也可能接受了陈氏后人的好处，所以才“纵笔浪书”，

被黄傅斥责为“无复丝毫儒者气象。”⑥类似的，滨岛先生还发现昆山金氏以外的金姓巫师中，

                                                        
① 《清明集》，卷十四，胡石壁：《不为刘舍人庙祝保奏加封》，《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史料 046]，
第 265 页。 
②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第 85-90 页。 
③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 259 页，史料[024]； [史料 032] ，第 260 页。 
④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二章，第 90 页。 
⑤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 94 页。 
⑥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 [史料 066]，第 274-275 页。 



 

 

也产生了把自己的神和总管称号结合起来的趋向。他们把自己的家系和昆山县联系在一切的

同时，还把与漕运相关的传说引入到自己的家系传说中去，将“金总管”与其祖先神一起置

于宗祠，接受祭拜。清代归安吴氏后人吴伯明，因梦“禹王”而建“禹王庙”，并将其传说

中的元代祖先神吴总管也置于“禹王庙”，同享信众香火。滨岛先生分析，“吴总管的显灵传

说，极有可能是由吴姓子孙伪造出来的，表面上伪装成祭祀祖先的灵魂的‘祠堂’，其实质

是‘庙’。”①作者指出，江南土神中版本最多的总管神，与漕运关系甚密，因为元代存在专

门负责将江南粮食运往元大都的总管这一重要官员，所以漕运和商船是“总管神”信仰形成

的社会基础。黄宗羲认为：“今绍兴，杭州多有总管庙，皆是昔守郡者之生词也。”而康乾之

际文人王应奎则根据黄氏此论，推测他的家乡常熟的几处金姓总管庙，“本系守郡者之生祠，

而后人或以金神附会之耳。”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地方土神与宗族关系的观点已引起学界注

意。王健先生受滨岛教授启发，对此进行了更进一步研究，他的研究表明：“明清时代江南

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疏离。地方家族的家庙宗祠往往和民间寺观结合在一

起，互为奥援。而在更多情况下，因经济、文化等多重利益的存在，它们还会更深入地介入

地方信仰之中，从而对江南民间信仰的发展产生特有的影响，而民间信仰的存在发过来也会

对家族的发展产生影响。”③ 

滨岛先生认为，江南“土神信仰是由他们这些巫师制造出来的，并由他们引起变化的。

对于这些神，巫师们首先要制造出其生前的义行和悲剧性的死的传说”④他注意到，明中叶

的江阴农村，有许多农人兼作师巫，以为额外收入来源。如当地次农，农隙之际，“不免事

鬼奉佛、老，而鬼之尤甚，亦或为巫、为僧、为道士。”那些“耕人田，承人租的下农，实

在生活不下去时，则“大半为巫、为僧、为道士。”作者借用中村治兵的观点，认为中国古

代，由来已久地存在官方制度的巫，和民间社会中的“巫”，从宋代开始国家体系中的巫逐

渐被削弱，民间社会中的巫则更加兴盛，这种势头被明代所继承。⑤乡里社会的师婆尽管其

政治地位边缘化，却又在乡村祠观、庵庙等宗教及祭祀场所大受欢迎。 

作为地域文化的代言人，有着无可取代的话语权的地方文化精英，也对地方神灵的成长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代江阴诸神的文本构建者之一就是地方志的编纂者，他们在志书中

对神灵的故事予以吹捧，增强了神在乡民心中信之有据的感觉。宗族也是地方信仰的发起者、

推动者、和维护者，许多强宗大族将自己的家祠寺观化。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将自己的祖

宗神与流传于地方社会的土神置在一起祭祀，一种是直接将自己的祖先打扮成神灵。他们还

出钱雇养僧人、道士这类专业神职人员替自己主持祠观的日常运作，以招纳更多的香火。 

（三）官方视野中的民间信仰。正统的官修志书通常视民间信仰为有损地方形象的淫

祀，很少被提及，偶有提及也往往是保持着训斥口吻。但也有这样的情况：民间社会中的许

多官员、士绅、耆老等，虽处知识阶层，也熟读儒书，但却同时又都是民间信仰体系的缔造

者和忠实支持者，也为宣扬民间信仰而奔波不息。只有那些挑战正祀、严重影响地方社会秩

序的“私祀”，才会被官方斥为“淫祀”，遭到取缔。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洞悉程度，也主

                                                        
①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一章，第 24 页。 
②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总管庙，《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史料 077]，第 282 页。 
③ 王健：《明清江南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略论——以苏州、松江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④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 236 页。 
⑤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 92 页。 



 

 

要取决于他们的知识修养，也不尽是众口一词的批判“淫祀”。例如同样是方志的修订者，

黄傅则严厉地批判其荒唐的本质，而则颜瑄不遗余力地鼓吹土神的神奇事迹。 

明清时代，一些地方精英人士修纂地方志时，还用柔和的笔法为它洗脱不合礼法的一面，

甚至为它的合理化制造舆论，他们对地方的民间信仰持默许或支持态度。宋明以来，对鬼神

信仰有了更多容忍性的儒家文化，认为神若是有利助治国教民，允其存在，未尝不可。国家

祭祀体系也不是不可以吸纳民间神，城隍神、文昌帝君堪为最好的范例。前提是民间信仰经

过长期发展，已在相当广大的地域之中构筑了十分牢固的社会基础。官方总是在民间信仰达

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才将其纳入祀典，准其地位合法。从逻辑上看，是民间信仰的兴盛“迫使”

官方对其认可，而其得到认可之后则更加兴盛。事实上，明清时期，早已有很多儒家知识阶

层人士，看到了利用民间信仰中朴直的劝善诫恶思想有资治世之处，大量的民间神劝善书，

即是他们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和利用。 

（四）社会经济变迁影响下的城隍神。城隍神研究是作者一个重要的学术兴趣点，作

者在这方面用功很多，属于海外汉学界对中国明清时期的城隍信仰研究成果卓著的学者，第

四、五章主要考察了这一问题。此前已通过公开发表的论文阐述过，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争

论。 

城隍信仰在中国可远溯至上古三代，在唐宋由自然神转化为人格神，并多有朝廷赐额，

尽管已很兴盛，然未能跻身国家祀典，直到明洪武二年，明太祖大封天下城隍，“首次，以

统一的制度规定，使城隍祭祀成为国家祭祀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①道教与民间信仰是

“流”与“源”的关系，故而民间信仰之中的法事更多由道士来做，兴行的民间信仰，其象

征符号的使用，也更多地借鉴了道教科仪。甚至于出现道士把持城隍庙的情况，尤其“在道

教核心宫观和道教精英大量存在的清代江南地区，很自然会出现这样的合作：掌管城隍庙的

道教精英与地方官属于同一个社会阶级，享有共同的文化，二者在城隍庙里的互动持续不断，

既有仪式上的目的，也有消遣文化的原因。”② 

受施坚雅“市场理论”影响，第五章将经济发展与社会信仰连接起来思考。作者在论述

商业与城市化对民间信仰的影响时认为，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江南新兴了大量市镇，

这些经济影响力不亚于县城的巨镇，但其行政级别还是处于里甲一级，并没有得到提升。这

样按照明初州县一级才允许建造城隍庙的规定，“不论其城市机能如何发展，在行政地位方

面与农村聚落没有分别的市镇，其所拥有的城隍庙，如果从国家制度来看，都是违法。”③大

量的乡居地主涌入城市居住后，他们由于精神上护佑的城隍神，于是许多违制的市镇城隍庙

被建立起来，这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在中晚明慕商弃农的社会心

理影响下，因商品经济而发展壮大的江南市镇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希图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乡

民。正是这样的经济基础之变化，民间信仰及宗教市场的需求，城隍神由县府下落至市镇、

乡村土神被入城乡民带入市镇，这适应了兴起的市镇“乡脚”阶层之需。人是神的制造者，

人生活方式的变迁也影响到对神的信仰方式。 

目前，国内史学界研究民间信仰的的兴盛程度，足以让人视为显学。然尽管相关成果已

                                                        
① 滨岛敦俊著，许檀译：《明初城隍考》，《社会科学家》，1991 年第 6 期，第 23 页。 
② [法]万高桑著，曹新宇等译：《江南地区的城隍庙、张天师及道教官僚体系》，《清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③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第 208 页。 



 

 

相当之多，但多还停留在浅层的描述阶段，能深层次揭示其本质，及将其与已有大量成就的

宗族研究、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使这些至今仍关系疏远的史学诸领域组成可以深度解析民

间信仰发展模式的探讨还很欠缺。是书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民间土神与宗族联系起来，

将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经济联系起来，将田野调查与文献参证结合了起来。遗憾的是，能达

到如此高度的研究成果还是少之又少，滨岛敦俊先生为学界在这方面的努力，起了很好的带

头作用。 

 

作者简介：赵永翔，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生。 

 


